文學史（概覽篇）
兩漢文學（總論）
漢代的重要文學是賦。賦承自屈 宋楚聲，再加以變化，漸成了詩文混合的新體。漢初的賦家都很有成就，如陸賈辭藻縱橫、賈誼抒情自放、司馬相如華美弘侈。他們的作品都得到君主的喜愛，當時的才俊亦爭相競效。

漢初經過了秦末亂離，人心思安，君主也很想徵集治國之道。因此，這時的政論文紛紛出現，有識之士都樂於闡論自己的治國主張，供君主參考，而陸賈、晁錯、賈誼等的政論文更是傳世之作。及至漢武帝時，君主的地位受到尊崇，當時的大儒董仲舒、劉向的文章轉向平和委婉。

在歷史散文方面，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有驚世的成說。尤其是《史記》，它上繼六經，下開正史，是歷代散文之宗。《漢書》的規模雖不及《史記》，但文筆舒媛委婉，亦有它的文學地位。

此外，漢代詩歌亦甚發達。武帝時設有「樂府」，收集各地民歌、西域胡樂以及文人創作，使樂府歌辭達到空前的盛況。除樂府外，五言詩在兩漢亦得到了發展，由班固《詠史詩》的「質木無文」至《古詩十九首》的成熟優美，確立了五言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兩漢韻文

兩漢四百年間的韻文，包括了詩歌和辭賦。詩歌創作有文人詩和民間歌謠。漢代詩歌是在《詩經》、《楚辭》和秦、漢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致經歷了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創作、從樂府歌辭到文人徒詩（即「古詩」）、從四言體到七言體、從事詩到抒情詩的發展過程。其中以西漢樂府民歌和東漢後期無名氏文人的五言古詩的成就最高、影響最大。

漢武帝時開始有樂府的設立，廣泛收集、整理民間歌謠，吸收文士創作的廟堂頌辭，教習女樂歌舞演奏，為漢代民歌作出了流傳和保存的功夫。著名的兩漢樂府民歌有《戰城南》、《有所思》、《上邪》、《巫山高》、《薤露》等。東漢除樂府機構外，還有很多私家女樂，民間徒歌謠辭亦異常活躍。這時期的樂府民歌謠辭題材廣泛，多採用敘事形式，揭露現實生活中的苦難，抨擊社會黑暗，也夾雜了一些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神仙長生的消極思想。著名的作品有《孔雀東南飛》、《東門行》、《孤兒行》、《十五從軍行》、《上山採蘼蕪》、《陌上桑》、《雞鳴》等。

東漢的文人詩歌創作比西漢活躍，逐漸朝五言詩方向發展。班固的《詠史詩》、張衡的《同聲賦》、蔡邕的《翠鳥》都是其中較出色的五言詩。而《古詩十九首》及一群無名氏文人所作的五言詩，在民間廣為流傳，抒發下層文士失志傷時、離愁別怨、譏世剌俗以及人生無常的不滿情緒，藝術成就很高。

兩漢的詩歌奠定了五言詩蓬勃發展的基礎也促使七言及雜言體的產生。樂府事詩開創了古代事詩的優良傳統，從建安文人以樂府舊題時事，到唐代杜甫「即事名篇」的擬樂府，以及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運動」，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受漢樂府影響。文人詩則以抒情為主，言志述懷，富於個性，並且多用比興，委婉含蓄。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漢代文人抒情詩，因風格獨創而成為一種專門詩體，藝術影響深遠。

至於辭賦，漢初的賦以楚辭體為主，內容偏重於抒情。漢武帝以後，賦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僅在形式上變楚辭體為散體，而且在內容上變抒情為體物。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是武帝時漢朝的經濟發展達到最高峰，在這情況下，統治者更加恣意尋歡作樂，大造宮室花圃。一些文人為了向皇帝獻媚，都紛紛加以頌揚。因此，賦的內容和形式跟著發生了變化。漢代的辭賦家有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張衡等。

漢代樂府

樂府原本是漢武帝時開始設立的掌管音樂的機關。由於它的職責是搜集和整理民間歌謠，然後配上樂曲，在朝廷祭祀及朝會宴飲時演奏，因此後人就稱入樂的民歌俗曲和歌辭為「樂府」。在六朝時代，人們很明確地把入樂的「樂府」和只作歌詠的「古詩」並稱。至宋、元以後，「樂府」被借為詞、曲的雅稱。

漢代樂府民歌的題材相當廣泛，除了極少部分郊廟歌辭是歌功頌德的作品外，大部分都承繼了《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以反映現實生活、真實感情為主。漢代帝王不斷對外擴張，人民頻受軍役和徭役之苦。人民因戰爭帶來的種種苦難而生厭惡和詛咒，他們渴望和平，以詩歌揭示戰爭的殘酷，如《戰城南》、《十五從軍征》就是這一類作品。此外，樂府詩中有大量詩篇描述婚姻和愛情，如寫棄婦的悲哀、堅貞不移的愛情等，《孔雀東南飛》和《上邪》都是其中的佳作。刻劃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生活亦是樂府中常見的題材，貧民的無衣無食、流離失所與貴族巨富的奢華生活，形成一強烈的對比，如《孤兒行》與《雞鳴》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兩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有先秦民歌「餓者歌共食，勞者歌其事」的傳統。樂府又多為事詩，即使是一些抒情的作品，也有事的成分。抒情詩多用比興手法，因此表現得含蓄而蘊藉。在體裁方面，樂府詩以五言為主，但也有七言和雜言，形式非常自由，句式參差錯落，篇幅長短皆宜，既有簡短的小詩如《江南》，也有長篇的事詩如《孔雀東南飛》。

樂府詩中多五言句，東漢文人和建安作家加以發展為五、七言詩和雜言詩。而樂府詩中的民間作品有濃厚的社會氣息和事性，所以後世的文人喜歡用樂府舊題或另擬新題來反映民生疾苦，如杜甫的《三吏》、《三別》以及白居易的《新樂府》等。

漢代五言詩

古代詩歌體裁，全篇由五字句構成。漢代以前，偶然有五言詩句出現，但沒有完整的五言詩。五言詩是在兩漢民謠和樂府民歌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其中如《陌上桑》、《江南可採蓮》等，是比較成熟的五言作品。文人五言詩始於何時，前人的看法很不一致。相傳中西漢枚乘、李陵、蘇武、王婕妤等人的五言作品，都不可信。今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詩是東漢班固的《詠史詩》，繼有張衡的《同聲歌》等，技巧日漸成熟。至東漢末《古詩十九首》的出現，標誌著五言詩已經達到成熟階段。

相對於四言詩來說，五言詩可以容納更多詞彙，音節更靈活，也更富音樂美。因此，它更適應漢以後的社會需要，從而逐漸取代了四言詩的正統地位，成為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古詩十九首》
東漢文人所作的一組五言詩。六朝時留存著一批漢代五言詩，因為作者和寫作年代都不可稽考，所以稱為「古詩」。梁代蕭統的《文選》選錄了這組作品，並題為《古詩十九首》，後世就沿用這名稱。這組詩歌不是一人一時之作，一般人認為作者是東漢末年一批中下層文人。

《古詩十九首》的內容大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寫相思離愁，這類詩的數量最多，多寫思婦的閨怨，如《行行重行行》，或遊子的鄉愁，如《涉江采芙蓉》。第二類寫仕途失意的苦悶，如《西北有高樓》。第三類寫人生無常的感嘆，如《今日良宴會》。

雖然《古詩十九首》的思想比較消沉，但藝術成就很高。這些作品繼承了樂府民歌的抒情手法，也吸收了《詩經》、《楚辭》的精粹，以比興手法來表達真摯的感情，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行行重行行》）兩句，就把思歸之情寫得委婉含蓄、耐人玩味。此外，《古詩十九首》的語言渾然天成，字字珠璣，無一字可增減。

《古詩十九首》是中國早期五言詩中最優秀的作品，它在文學數上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劉勰盛讚它是「五言詩之冠冕」（《文心雕龍》）；鍾嶸更說：「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詩品》）

漢賦

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西漢四百年間，文人多致力於賦的創作，賦因此成為漢代的一代文學。

賦早在戰國後期己產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並以「賦」為篇名的人是荀子。賦的形式接近敬文，但它吸收了《楚辭》的華麗辭藻和誇張手法，因而具有鋪陳事物的特點。由於賦的發展與《楚辭》有密切關係，所以辭賦在漢代是並稱的。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在漢初，這時的賦家繼承了《楚辭》的餘緒，多寫「騷體賦」。這時的代表作家有賈誼、淮南小山、枚乘。第二階段是漢賦最興盛的時期，賦已由先前的「騷體賦」演變為散體大賦。這時期的作家很多，如司馬相如、東風朔、王褒、揚雄、班固等。第三階段在東漢中葉以後，此時散體大賦逐漸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抒情、言志的小賦。這時的代表作家是張衡，他以《二京賦》、《歸田賦》聞名。

漢賦的內容很貧乏，題材離不開宮廷、畋獵、都邑的鋪寫，偶爾夾雜諷諭君王的言論。在寫作手法上，漢賦雖然有炫博耀奇堆砌辭藻的毛病，但在創作辭彙、鍛鍊語句、描慕物象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就。

建安以後許多詩文在煉字、事、狀物的手法上，均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此外，兩漢辭賦繁美，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了促進作用。從《詩經》、《楚辭》開始，至兩漢辭賦、韻文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形式和風格。東漢時，文學與一般學術已初步被劃分開來了。

兩漢散文

兩漢散文以政論文和歷史散文為主，最先發展的是政論文。在西漢初年，社會上仍保留著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餘風。一些作家繼承了先秦諸子的傳統，勇於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和主張，使漢初的政論文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代表作家有賈誼、晁錯。他們的政論文或針砭時弊，分析矛盾；或總結秦朝速亡原因，借古諷今，寫得深切明白，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東漢初年，王充所著的《論衡》（八十五篇），更大膽地批判當時統治者所提倡的天道、神權待迷信觀念，並對傳統思想提出了質疑。

兩漢史傳散文的成就亦非常突出，《史記》、《漢書》被史學家及文學家奉為典範。《史記》不但是中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也是中國歷史傳記文學的先河。而《漢書》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也是繼《史記》後另一部優秀的歷史傳記文學巨著。二書均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歷來以「史漢」並稱。

《史記》
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及歷史傳記文學，西漢司馬遷著，本名《太史公書》。它記述了中國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大約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

「本紀」記載歷代帝王的事跡，論述他們的功過。「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種，按朝代的先後，把歷史分為若干階段，再按世代、年、月寫成簡明的大事記。《書》分述文物典章制度，記錄了經濟、科學、文化等方面的歷史。「世家」記述由先秦至漢代的諸侯、勛貴的歷史，用意與「本紀」相近。「列傳」記載了社會上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和外國君長的事跡。「列傳」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專傳，每篇只記述一人的事跡，如《魏公子列傳》；第二類是合傳，就是在一篇傳記中合寫兩個或以上人物的事跡，如《屈原賈生列傳》；第三類是附傳，在專傳後述與該人物有關或事跡相近的人的事跡，如《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類是類傳，把同類人物的事跡集中在一篇傳記中，如《酷吏列傳》。

《史記》本著「不虛美」、「不隱惡」的客觀精神，忠實、全面地反映了歷史的發展，評論了各階層的人物。在司馬遷的筆下，上自帝王，下至匹夫，都得到中肯、公正的評價。

司馬遷有深厚的文學修養，而政治上的多見多聞、豐富的生活經驗、對山水景色的感受和民間語言的滋潤，更進一步提高了他對事物的觀察力和表現力。因此，《史記》的文學成就很高，能透過歷史記錄，塑造出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史記》刻劃人物性格的手法有兩類：一是「取事簡」，只選取幾件典型事例來勾勒人物的形象。二是「用筆繁」，避免梗概的述，無論是大場面，或是瑣細的情節，均著力描寫。就是這樣，傳中人物性格鮮明，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例如《孟嘗君列傳》中的馮驩、《刺客列傳》中的荊軻，二人的聲音笑貌、言辭性格，都一一活現文中。此外，《史記》更在事中寄寓了作者強烈的褒貶愛憎，因而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全書以散文為主，間中駢散兼用，筆法於散中見整，自然有致。司馬遷用漢代的文句來述歷代史實，又不避俗言、俚語，務求平易。

《史記》在中國散文史上有崇高的地位，魯迅盛讚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它更為後世的文學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在散文方面，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歸有光、清代桐城派、陽湖派都受《史記》影響。至於中國的古代文言小說，從魏晉的志怪、軼事小說，唐以後的傳奇，到清代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在形式、語言、表現手法上都直接或間接地從《史記》中吸取了經驗。此外，元、明、清的雜劇戲曲也直接地把《史記》中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截取過來，作為創作素材而進行再創造。

《漢書》
紀傳體史書、歷史傳記文學，東漢班固撰。這是班固在《史記》和《史記後傳》的基礎上修撰而成的。它完整地載了漢高祖劉邦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歷史。全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它的體制承襲《史記》而稍有變化，那就是改「書」為「志」，把「世家」併入「列傳」，創制「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武帝以前的歷史，《漢書》大都沿用《史記》的原文，但經過剪裁取捨，並訂正補充了《史記》一些疏漏的地方。八「表」和「天文志」是在班固死後，由他的妹妹班昭和馬續補寫而成的。

由於班固出身於仕宦家庭，自幼受儒家思想影響極深，加上他奉命編修史書，所以《漢書》在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時，難免失諸偏頗。但是班固很欣賞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因此《漢書》仍能較客觀地反映西漢一代的歷史，而某些篇章更暴露了統治者的罪行。

作為歷史傳記文學，雖然《漢書》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如《史記》的鮮明生動，但也有不少寫得很成功的例子，如《蘇武傳》、《朱買臣傳》等。班固往往通過刻畫人物的生活細節來突出他們的性格特徵，如《陳萬年傳》。

在語言方面，由於班固受當時的辭賦影響，崇尚辭藻，講求排偶，善用古字，所以《漢書》的文字顯得不夠簡潔活潑。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漢書》的語言也具有整齊詳贍、富麗典雅的一面，頗受後世散文家喜愛。此外，《漢書》在人物傳記中引用大量辭賦和散文，雖對敘事的連貫性和刻畫人物特徵造成影響，但卻保存了不少重要的文章，這也是班固在保存文化遺產方面所作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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